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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 

——基于中西学界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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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中国学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进行了追本溯源和总结概括，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的立场建构起了现代化的学科研究体系。西方学界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将对先秦时

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导向了世俗政治的实用主义立场，不利于科学呈现我国先秦时期

思想教育实践的历史原貌。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经历了从以生存为主到人文主义关怀凸显、从以宗

教性活动为主到以政治活动为主的衍变过程。新时代唯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语境下继续拓充与深化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方能充分挖掘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

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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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

积极借鉴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显然是一条不可或缺

的路径，但在此之前必须要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先

秦时期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及其衍变过程有一个基

本了解。本文基于中西学界的研究成果，力求对先

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衍变过程加以梳

理，为还原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历史原貌、发掘传

统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贡献力量。 

一、中国学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追本溯源 

对中国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有关记载和概括早

在古代典籍中就曾大量出现。例如《史记·五帝本

纪》曾载：黄帝轩辕“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

抚万民，度四方”
[1]1

，又帝颛顼高阳“依鬼神以制

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1]3

再比如《礼记·表

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2]724

，

《周书·立政》载：“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3]351

。基于

古籍中所记载的从上古社会至商周时期的思想教育

实践活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进行了相关的阐释

及总结。其中吕思勉就曾指出：“渔猎时代，还没有

‘夫妇之伦’......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

而“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

蓄’......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
[4]21-22

。

陈登原也提出：“不仅氏族之关系，确定于农事既

建之后，即其他各种文明之表见，固亦有基于农事

者”
[5]121

。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人们经历了从刀耕火

种、逐水而居、以肉身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生产、生

活状态，到生产剩余产生并不断累积、进而出现文

化需求的渐进过程。而当“文化”发生时人们由是

进入文明社会（阶级社会），此时“征服者掌握政权，

不事生产，成为治人而食于人的阶级......合理的

组织既变，则无复为公众服务......人与人之间时

起冲突，乃不得不靠礼乐刑政等来调和、来维持”
[6]18

。

因此不难看出中国社会最初的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

体现为：从维系人外在的肉体生理向满足人内在的

精神生活而积极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

历史唯物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架构下对中国

先秦思想教育的实践进行了新的思考。一方面有学

者基于元问题和人学的视角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元

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和立足于人的自我超越这一内

在需求，即人在从被动超越逐步过渡到主动超越的

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体现出自身

的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
① 
进而言之，对思想教育实

践的阐述理应重点关注其对人的自由和发展的重

大、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还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

教育的首要原则是政治性原则，因而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

题｡
② 
故而对思想教育实践的概述也必须奉政治性为

圭臬，应该体现出文明社会中阶级与政治的根源所

在。还有学者基于狭义的政治立场认为原始社会氏

族制度下成员思想交流平等，并非自上而下的意识

形态灌输，故原始社会的思想教育实践并非真正的

思想政治教育，充其量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
③ 
但另

一些学者基于广义的政治立场反驳道：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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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原始发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不能“用我

们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来判断思想政治教

育原始发生问题”
[7]28

，原始社会思想教育实践中平

等、自发的特征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本真

状态，绝非是先入为主、僵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与教科书定义所得出的萌芽的结论｡
④
 

总而言之，古代及近代的中国学者倾向于对先

秦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原貌进行客观的还原，而现

代的中国学者则主要在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背景下积极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对其科学内涵进

行了较有成效的概括和丰富。 

二、西方学界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实用性解读 

西方学者对中国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一种

是奉政治性为圭臬的解读，另一种是通过对儒家思

想文化（孔子学说）的解读而渐次达及政治国家的

层面。对于前者基辛格就曾认为儒家思想文化实质

上是摆脱了宗教性质的世俗价值观。在威斯特伐利

亚国际秩序的视域下，他以儒家思想中关于“皇帝”

的概念为据点，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的、集世俗与

形而上为一体的普世价值观｡
⑤ 
换言之，基辛格对源

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文化在世俗政治国家治理中的运

用的理解，是基于思想教育实践主要服务于“皇帝

政治”这一隐性观点之上而进行的。而霍布斯鲍姆

在评价李约瑟时也曾指出：李约瑟“不仅对中国人

的自然观欣然接受，而且衷心喜爱这个建立在没有

超自然主义的道德基础上的文明，这个不是以原罪

理念为基础的伟大文化”
[8]181

。霍氏认为中国社会用

以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的价值观念不具有宗教色彩，

先秦思想教育实践中曾经的超自然现象（超自然主

义的思想和行为）消失了，思想教育只是作为一种

服务于世俗政治的社会实践而存在。斯塔夫里阿诺

斯也指出中华文明（儒家文明）现世主义色彩浓厚、

宗教色彩淡薄，通过这种重视道德教化、实用性色

彩强的哲学价值观对人民进行教育，能够让人们牢

固地扎根于现实社会的生活之中，为中国社会的政

治稳定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中华文明由是具备了凝聚

统合内部力量以及保持文明延续连贯的内在特性｡
⑥
 

对于第二种研究，汤因比曾指出儒家学说作为

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内含合理主义和人道主义，这

一非宗教性的内在特性使得受此教育影响下的中国

人民逐步具备了优良的美德品质，因而更为容易接

受理性科学的知识、建立稳固合理的社会组织，因

此，中华民族或者是中国就成为最有经验同时也是

最有希望为人类社会和未来世界带来和平与统一的

民族或国家｡
⑦ 
而韦伯从预设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普遍

性的前提出发，在剖析先秦时代或儒学诞生之前中

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的基础上认为儒家思想的理

性主义只是理智地去适应世界而非积极主动地去变

革社会。因此作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从诞

生之初就决定了它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教育是存有巨

大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的，因而最终是儒家伦理

思想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⑧ 
沃特金斯则更深

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在早期原始的宗教巫术信仰衰微

之后，儒家学派却成功地将先前遗留下来的古典仪

式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融入到包括家庭和社会组织体

制在内的一切世俗之中，这种世俗理性主义使得儒

家思想作为统治者的思想教育工具维持中国政治与

社会的稳定达两千年之久｡
⑨ 
这种从文化角度出发进

而达及政治层面的分析，更加贴切地从文明思想、

社会心理等更为深刻的领域触及了先秦思想教育实

践的原貌。 

综合来看西方学界这种政治倾向明显的研究有

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根源。站在思想史的角度，对先

秦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同时也是对我们民族思想文

化的起源或诞生过程的再现，故而对先秦思想教育

实践科学内涵的总结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

立场充分考虑到先秦时期尤其是商周时代的客观历

史事实、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文明思想状态等内容。

但西方学界的许多研究都将先秦思想教育实践解读

为祛除宗教色彩之后的世俗政治的实用性工具。而

深刻隐藏在这背后的逻辑思维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中

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哲学逻辑的再现。即西方学界

对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研究本质上是以西方哲学的

思维来阐述中国社会的实践活动。对于要客观还原

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历史事实而言这是不合理的。 

三、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过程分析 

综合中西学界的理论成果，就先秦时期中国思

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过程而言，我们认为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第一，先秦思想教育实践呈现为从“生存”到

“人文主义关怀”的衍变过程。 

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阶级社会初期，思想教育

实践原始发生之时以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来衡量，

基本生存即维持人肉体的生理存在仍旧是较为突出

的问题，而人们则囿于对自然环境的了解，对大自

然的敬畏心态由是而生，故而在对大自然崇拜的基

础上导致神话传说、图腾崇拜、祭祀占卜等宗教性

活动的源起。而“存在于令人困惑的原始宗教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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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所有可能灭种的人为

与自然力量威胁下，维持某一特定社会的生存”
[9]25

。

早先的中国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宗教性活动对人们的

思想施以影响，进而达到合理协调和组织人们实践

活动的目的，从而维持氏族的生存。而当人们在农

耕定居的生产方式下逐渐出现生产富余即逐渐向阶

级社会过渡时，吕思勉先生所提及的“文化”也就

渐渐发展起来，而当人们产生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时，

思想教育实践的主题也就从维持人最基本的生理存

在，向通过对内满足人的精神诉求、以实现人对自

身的不断超越和发展而积极转变。 

第二，先秦思想教育实践呈现为从“宗教”到

“政治”的衍变过程。 

张耀灿先生曾指出：“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

没有政治教育，但有朴素的思想道德教育......进

入阶级社会后，思想道德教育融入了阶级性、强化

了政治主导，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而作为优化、提

升人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根源本质、共同本质仍然存

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

下，思想政治教育都有着可以相互借鉴的原因之

一。”
[10]12

这段话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先秦思想教育实

践从“宗教”到“政治”的衍变状态。姑且不论思

想教育实践活动原始发生于原始社会还是阶级社

会，以最保守的立场态度来看也仍旧会发现思想教

育发生之时中国社会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比较落

后的生产水平必然会导致生存问题的凸显。 

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越不发展......社会制

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11]16

，而血

族关系支配下的中国社会，原始的自然环境显然会

对包括思想精神在内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更为直

接的影响，因之在生存或更加完好的生存这一主题

之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就兴起了。直到在阶级社

会渐次成形、生产剩余持续增加、阶级分化与对立

日趋显著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的主题才愈发突出。

同时原始的宗教礼仪渐渐褪去宗教的色彩，并进一

步转型发展为社会阶级统治和政治国家治理下的礼

仪文化，正如李泽厚在评论《周礼》时所言：它“是

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

和系统化......殷周体制......的上层建筑和意识

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
[12]2

 

第三，具体研究先秦思想教育实践的衍变过程，

必须解决历史分期这一前提性问题。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立场，对

先秦思想教育实践衍变过程的论述不得不涉及思想

教育实践原始发生的历史时间以及当时的经济水

平、社会属性、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等客观历史事

实，而这又进一步牵扯出对中国历史加以分期的问

题。具体而言就是对“夏朝”这一问题的阐释，即

“夏朝”是否存在，若存在究竟是以原始社会晚期

氏族部落的形式还是作为早期国家文明的形态而存

在，对“夏朝”的历史定位将直接对中国思想教育

实践的具体发生时间及其衍变过程的阐述产生影

响。近代古史学者如顾颉刚、童书业等皆疑“夏朝”

及其历史之存在，而杨宽基于“神话分化说”的立

场也认为夏代传说乃周人根据神话演述而成，殷商

卜辞中未见夏之踪迹｡
⑩ 
翦伯赞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

观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所谓之“夏代”实际

为生产水平和社会组织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

“夏部族”， 伴随着商对夏的种族征服，在社会经

济发展的基础上，一种代表文明社会、服务于部族

统治与剥削的种族国家（政治国家）即“商朝”至

此才建立起来。 

但另一方面钱穆却基于《史记》、《大戴礼记》

及《国语》等史料对夏代世系的记载，提出较可靠

的古史可从虞、夏算起，且夏代俨然已具国家之规

模。 基于本文主题我们对此暂不做进一步深究，仍

以最保守的立场来看待思想教育实践发生的具体历

史时间，即将商代作为中国政治国家和阶级社会的

起始，同时不否认阶级社会的思想教育实践同商代

以前（原始社会）的实践活动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渊

源。因此也必须指出西方学界不论是斯塔夫里阿诺

斯，还是基辛格、汤因比等学者，以及颇具代表性

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等， 仅因文字缺乏而对“夏

朝”问题的研究十分贫乏和漠视，直接将商朝和孔

学作为中国文明社会与思想文明史的起点，而忽略

商之前早期中国社会与中国阶级社会的文化渊源，

以及上古社会至商周时期的思想文明与孔学（儒学）

之间的深刻联结，这对于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教育实

践活动科学内涵的探索而言是不科学的。 

总而言之，唯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专业的视角，对包括先秦思想教育实

践在内的教育实践历史开展研究，方可有效还原思

想教育实践发展衍变的历史原貌，最终为积极汲取

和有效借鉴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奠定基础。 

注释： 

① 参见张新吾 黄瑞雄：《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研究——基于

人的自我超越视阈》，《理论导刊》，2017 年第 2 期，第

93-96,101 页。 

② 参见黄菊 蓝江：《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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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Chine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actice in pre-Qin perio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CHAI Peng, DING San-qing 

(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 

Abstract: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have traced and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 of pre-Q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constructed a modern disciplinary research system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y.The way of thinking based on positivism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directs the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pragmatic position of secular politic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cientific 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The practice of pre-Q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survival to humanism, from religious activities to political activities.In the new era, on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Marxism, and in the contex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we continue to expand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so as to fully explore and develop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thought. 

Key Words: the Pre-Qin period;ideological education practice;evolution;comparative study;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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